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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化扩展“体医融合”实践，需以把握“体医融合”内在逻辑为前提，以领悟“体

医融合”时代价值为根据，以剖析“健康、疾病、医学、体育及其关系”为要义。研究认为：健

康与疾病作为对应概念，具有多元的阐释维度，医学与体育作为协同单元，具有互补的价值功能。

由此，构成了健康状态时“体育为主、医学为辅的联合预防”，亚健康状态时“体育与医学灵活转

换的协同预防”或“体育调节、医学治疗的协作发力”，以及不健康状态时“医学治疗为支撑、体

育康复与调理作支援的有力配合”的“体医融合”的内在逻辑；也彰显了面对“健康”的准确识

变、面对“疾病”的主动求变、“医学”角色的科学应变以及“体育”责任的积极转变的“体医融

合”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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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deepen and expand the practi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as the premise, to understand the time value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as the basis, and to analyze "health, illness, medicine, spor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as the essence. The research holds that health and illness, as corresponding concepts, have multiple 

explanatory dimensions. While medicine and sports, as cooperative units, have complementary value functions. 

Thus, it constitutes the "synergistic prevention based on sports and supplemented by medicine" in the state of health, 

the "co-prevention of flexible transition between sports and medicine" or "sports adjustment, medical treat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hair force" in the state of sub-health, as well as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of "strong cooperation with medical treatment as support, sports rehabilitation and conditioning as 

support " in unhealthy state. It also highlights the time value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which in 

the face of accurate changes in "health", active changes in the face of "disease", positive changes in the 

responsibility of "sports" and scientific changes in the role of "medicine". 

Keywords: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health；disease；medicine；physical education 

 

 
  
收稿日期：2021-04-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健康老龄化战略下我国虚弱老年人诊断标准与运动康复处方设计的实证研究”(16BTY076)；中央高校

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体医融合进校园行动理念下学生身体姿态健康促进模式研究”(135211038)。 

作者简介：杨光(1978-)，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运动与健康促进。E-mail：yangg100@nenu.edu.cn 

“体医融合”的新思想、新理念在当代中国健康

促进领域不仅是引人注目的，同样是发人深省的。究

其原委，“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已

历史性地构建为一种特定逻辑的价值观念和话语体

系，但同时对“健康、疾病、医学、体育及其关系的

理解与认识”仍旧未能超验于某种特定的思维方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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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模式，即健康就是不生病，疾病只是身体的不良

状态，医学等同于治病，保持健康必须以治病为中心

等[1]。正如威廉•考克汉姆[2]78 所断言：人类的“健康行

为”被等同于对“患病行为”的控制，而“患病行为”

被界定为“感到病痛的人为确认并摆脱疾病而进行的

活动”，这些“活动”常表现为“大多数人在患病或受

伤时向医生寻求帮助”。质言之，“健康行为”等同于

“摆脱病痛”，而“摆脱疾病”则需要“求助医生”。

这一“考克汉姆三步曲”正与前文所论述的传统思维

如出一辙。然而，如果医学成为人们寻求健康的唯一

可信赖途径，那么其滋生与衍化的问题将会使全世界

为之“疲于奔命”。这或许就是当前把主动健康的方式

——体育贯穿其中，倡导“体医融合”解决国民健康

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

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地位，实现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体

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要推动健康关口

前移，建立体育和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

参与的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可见，国家领导人对于

“人民健康”的深切关怀和对于“体医融合”健康促

进的高度重视。但是，研究与探索“体医融合”的实

践问题，首要前提是诉诸于对“体医融合”内在逻辑

与时代价值的精准把握，亦即对“健康、疾病、医学、

体育”及其关系更深层次的反思与领悟，如此方可探

寻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可行路径，达致“全面

小康、全民健康”的美好愿景。 

 

1  “体医融合”的内在逻辑 
剖析“体医融合”的内在逻辑，无法回避的最根

本问题是对“健康”“疾病”“医学”“体育”的理解及

其相互关系的掌握。但“熟知”而非“真知”，这些生

活中常用常见的名词，却与健康社会学语境下的概念

释义大相径庭。就如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的论断：“人们

经常挂在嘴边的名词，往往是我们最无知的东西。” 

1.1  “健康、疾病、医学、体育”释义 

1)健康。 

有学者曾言：“健康是一个相对动态的宽泛概念，

存在叙事与循证、世俗认知与学理定论等阐释维度，

当把其附着于具体生理活动时，更会表现出多样态的

过程镜像，因而常会遭遇界说困境。”[3]以史观之，农

业文明时代生理健康始终是判定和衡量个体健康与否

的唯一对象，并以祛除和避免身体所产生的疾痛为基

本标准，且以长生不老之生命延续为终极目标，尽管

此类虚幻追求无一成为现实，但上至帝王将相，下到

黎民百姓，抑或求仙拜佛，抑或寻医问药，心中祈向

概莫能外。工业文明时代，自然科学及技术的进步助

推了社会财富实现“指数型增长”，物质的繁荣意味着

人们的层次从“生存”跃迁为了“生活”，对健康的需

求也由“生理”跃升到了“身心并重”。从此，“心理

健康”被历史性地提上人类发展的舞台。我国较早出

版的《汉语词典》就将“健康”解释为：生理及心理

机能正常，强壮安适，没有缺陷和疾病[4]。同样，这是

迄今国人对健康最为典型的认识和最为切实的体会。 

但是，正如菲利普•莱斯[5]所提醒的：“如果仅认为

健康就是不生病，那么大多数人会容易看出浅薄之处，

一个人可以不生病，但却不能享受到有益的、满意的、

彻底的人生。”这一点在现实中随处可见，人们所患疾

病的成因及治疗，心理是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甚至

需要“心理治疗”的“心理疾病”也呈普遍上升趋势。

不仅如此，人们还发现，生理或心理的疾病并非局限

于生理或心理的原因，还可能囿于“精神”因素所导

致，甚至出现了独立于生理和心理的“精神疾病”。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1948 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诞生之际，就较为权威地对健康做

出如下定义：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

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Health is 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r infirmity)[6]。 

很显然，这种颠覆性的界定是对传统健康观的挑

战及突破。然而，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经验理解往往

局限在了生理和心理领域，忽视甚至无视了精神因素。

且“心理”一词长期被宽泛化使用，在医学和心理诊

疗中常会把属于心理的病症称之为“精神疾病”或“精

神卫生问题”[7]。这种“心理”(psychology 或 mental)

与“精神”(spirit)概念模糊不清，甚至混用误用的现

象，是导致健康观念不科学、不整全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此，有必要对“心理”与“精神”作一简要辨明。

“心理”常指由大脑所产生的一切意识活动，因而认

为相对“物质”而言的“精神”与“心理”等同。但

存在主义指出：精神乃是一种现象学的内在意识体验，

精神就是意义——人的生存本体论意义[8]。意义治疗学

也认为：人作为生物性、心理性和精神性的存在物，

其本性并不是单独地去探寻生理或心理的快感，而是

去寻求和实现某种生命的终极意义和价值[9]。因此，关

于二者可以如下判分，即心理是指向情绪和情感层面

的发生，如心理问题中的抑郁、焦虑等；精神则指向

意义和意向层面的生成，如精神问题中的虚无主义、

享乐主义等。 

可喜的是，今天人们的健康理解已悄然改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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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于“健康等于不生病”“健康是身体正常”的传统健

康观，现代整体健康观已经把“生理的、心理的以及

精神的”囊括在内，并开始综合考虑社会、政治、经

济、环境等影响因素。诸如，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将

人类的需求分列为了从生理到心理再到精神依此递进

的 5 个层次，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定义时就已提到“社

会的完好状态”，并在《渥太华健康促进宪章》中进一

步澄清：健康应被视为日常生活的一种资源，而不是

生活的目标，健康是一个积极的概念, 强调社会资源

和个人资源以及身体能力[10]。 

2)疾病。 

根据当今医学界的主流观点，所谓“疾病”是指

有机体的生理机制不能实现其正常功能，并因此对主

体造成伤害性影响的情形[11]。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

对疾病的认知随着某一历史时期的疾病观而不断发生

转变，但整体而言，其认知过程历经“宗教宿命观—

生理病理观—社会建构观”3 个鲜明的阶段[12]。很久以

前，人们将疾病与星象及上帝相联系，认为疾病的产

生是神对人的惩罚，是邪恶精神的征兆。如癫痫在西

方就曾被描述为一种“圣病”，是上帝对人类的“探视”。

我国古人也一度认为疾病是恶魔入侵的结果，需要使

予巫术驱赶而痊愈。直到 17 世纪后，在哈维(Harvey)

提出血液循环系统说、莫尔干(Morgagni)建立病理解剖

学以及魏尔肖(Virchow)创建现代基因理论等一系列医

学变革下，人们才对身体的理解不再依赖于星象、巫

术以及宗教的宿命解释，而变革为身体是可控的生理

病理理解。于此，生理病理观取代了宗教宿命观，成

为了人们疾病认知的主流思想。 

然而，在生物医学技术破除疾病认知中巫术与宗

教成分的同时，人们却又陷入了技术唯上的泥潭，这

助推了拉开疾病社会建构研究的序幕。与宗教宿命观

和生理病理观所不同，社会建构观直接宣称“疾病”

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在社会

建构中，“疾病”已经含有社会意义的成分，则兼具生

物医学和社会意义两种状态；疾病就其本质并非完全

是生理病理的简单反映，而是被外在的社会、政治、

经济以及文化等综合因素定义。易言之，一个人的“生

病”或“治病”常常表现出连续的社会互动过程，在这

“从患者主观感受始，到医生确诊和治疗终(或重复进

行)”过程中，个体除受生理病理因素影响外，还会直

接或间接受到其他因素，尤其是社会因素的影响。 

若从“疾病”的词源上考释，我国甲骨文中已有

“疾”，形为 由“疒”和“矢”组成，其字形像人中

箭后靠在床上的样子。《说文解字》：“疾，病也。从疒

矢声。”[13]“病”小篆形体 为形声字，疒形丙声。字

义为人在床上活动受限，不能起来，上古时多指重病。

《说文解字》：“病，疾加也，从疒丙声。”[13]可见，“疾”

和“病”都是指“疾病”，但“病”比“疾”的程度更

深。在多部字词著作中也基本使用了这一说法，如《辞

源》记载：疾，病，分言疾病。轻者为疾，重者为病。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释曰：疾常指一般生病，病常

指病得很重。《汉语大字典》注明：疾，古称轻病，后

泛指病；病，重病。亦此认为，“疾病”一词单言有别

(疾称“小疾”，病指“大病”)，对举则泛指疾病。其

意可作如下引申：“疾”多指小疾小病，是一种非健康

状态，情况较轻，同时寓有来去急速之意，说明心身

失调但可逆，为现在通常所理解的“亚健康”状态；

“病”多指大病重病，主要是今天所指的疾病，且在

包含生物学意义的疾病外，还有“苦也、忧也、恨也”

之意。如此分析，恰是呼应了上文所说明的现代疾病

观不仅体现生理和心理上，也牵涉精神、社会等诸方

面。为便于理解，同时避免重复，下文将对其进行综

合性说明。 

3)医学。 

多数医学史研究者认为，今日我们所谙熟的现代

医学发端于 19 世纪。19 世纪初，位于伦敦、巴黎、

维也纳等欧洲主要城市的慈善医院开始作为医学专业

学生观察疾病、学习医学技能以及获得临床诊断经验

的主要场所，成为集教学、研究和治疗于一体的重要

医学机构。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把这一巨大变革称之为“临床医学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 

所以，人们总是把“医学”定义为：有关人类疾

病与健康的学问[14]。《辞海》中对医学作出的诠释是：

研究人类的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体

系，按照研究内容、对象和方法的区别与不同，可将

其划分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三大类[15]。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并不断渗透医学领域，使其

逐渐由经验的知识转变为了科学的学问。科学化的医

学使得人类抵御疾病、维护健康的能力极大地增强，

使得人们有理由和有信心期望更健康的身体、更健康

的生活。不过，国人却常把医学与临床医学甚至“治

病”一概而论[1]。福柯认为，医学活动可分为“物种医

学”和“社会空间医学”，前者主要是将人体作为观察

与研究的对象，医生努力使“临床诊视”变得更加无

懈可击，从而能够在相对标准化的参考框架中观察身

体的某项功能和所产生的某种障碍；而后者的聚焦点

则并非诊断和治疗疾病，更在于预防，医生作为“生

命顾问”，为食物管理、供水和排水等标准与规则的实

施出谋划策[16]8。这种分类，为人们理解及区分医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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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证据。 

另外，沃林斯基在《健康社会学》著述中又进一

步分析了现代医学的 4 种“二重性”：其一，医学既依

赖于科学, 也有赖于巫术；其二，医学有群体与个体

倾向的差别；其三，医学有身心二元和身心一体的困

惑；其四，医学有治疗对象是疾病还是完整的人的争

拗。这 4 种非此即彼的“二重性”，深刻揭示出现代医

学所存在的深层矛盾和悖论，也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

现代医学尚存在的诸多待完善之处[17]6。如果从终极目

标来阐析现代医学的“二重性”，则如考克汉姆所言，

当今学界已达致基本共识：“医学的角色是预防疾病及

早逝，包括照料患者和残疾人”，那么，“医学的任务

就不再是创造幸福，而仅是祛除人们生活中的不幸，

包括疾病和残疾等[2]138。 

由此可以看出，把人们的健康完全交给医学——

实际上常常是医疗——显然不孚众望，甚至有失偏颇。

原因在于：首先，发轫于 19 世纪初的现代医学，其“治

愈”能力依然有限；其次，现代医学既包括临床医学，

还涵盖基础医学、预防医学、医疗服务、公共卫生和

健康管理等；再次，仅凭医学一己之力，不能且不够

给人们带来彻底的幸福——即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

全健康状态。 

4)体育。 

依据世界体育史记载，“体育”(Éducation physique)

一词最早在 18 世纪 60 年代法国的报刊上出现，其主

要论述了儿童身体教育的问题。明治维新时期，“體育”

一词与世界先进科学文化一同被日本从西方引入。而

我国汉字中的“体育”(physical education)则于 1902 年

从日本舶来，其本义仍是延续“身体的教育”[18]。我

国著名体育学家林笑峰先生认为：“体育就是身体教

育，也就是体质教育。”[18]但概念作为人类认识史的积

淀与结晶，既是对“整个世界”规定性的不断拓展的

认识，又是对“全部生活”意义的不断深化的理解。

所以，本为动态性概念的“体育”在我国体育事业不

断壮大的同时逐渐外延丰富和内涵深刻，形成了“广

义体育”与“狭义体育”之判别，并出现了诸多划分

类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三分法”，即以体育的表现

形式为依据的竞技体育、以体育的参与人群为依据的

大众体育和以体育的开展场域为依据的学校体育。 

目前，在国际社会通用术语中，英文“sport”相

当于中文“体育”的总概念而被广泛使用。譬如，联

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权威文件《国际体育运动宪章》

(1978)、欧盟委员会的《欧盟体育白皮书》(2007)、国

际奥委会的《奥林匹克宪章》(2000)等。在有限文本

内，将不去专门探讨这种翻译是深刻，亦或浅薄，由

于当前体育概念与术语仍处于非统一性和难共识性状

态，故本研究中不把“体育”和“运动”加以区分，

其使用差异只是希望在不同语境下能够表达得体和理

解清晰。如果从以上世界权威组织的文件用语来看，

也足以生动地反映出当代国际话语体系中“体育”

(sports)的含义正在不断地走向延展和丰饶，其不仅指

认体育教育，还涵盖竞技体育、大众体育等在内的体

育形态。 

    同时，人们还总是把对事物的“认识”和它所具

有的“价值”相联系。按照《欧盟体育白皮书》的释

义：体育是“身体活动”与“价值取向”的统一[19]。

体育的价值映射着体育对人的意义，并鲜明地划清了

体育与智育的属性以及与劳动、军事等活动的边界。

不过，不同时期在不同层面的需求与选择，决定了人

们对体育价值的不同认识与判断，虽然在实践中各类

价值往往呈现出一种交织的浑沌状态，但整体而言，

历经了体育萌芽之初的捕猎价值和自卫价值，体育发

展之中的健身价值及教育价值，乃至体育认识更加深

入而逐渐衍化的娱乐价值、社交价值、政治价值、经

济价值、军事价值、医疗价值等[20]。其中，尤以“体

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

而强意志”最为引人关注，得到了体、医、教三界的

高度阐扬。 

我国著名体育学者卢元镇[21]坦言：“体育不是万能

的，特别是针对某些疾病的治疗方面，体育的价值极

其有限，宣说某种运动对癌症、高血压、糖尿病等疾

病的临床治疗作用，其实无效，甚至有害。”并进一步

补充道：“体育对人体健康的作用主要在预防与康复两

个时期，而非临床治疗阶段。体育运动通过提高代谢

能力，改善器官物质基础，来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

抵抗能力和自愈能力，达到预防某些疾病的作用。” 

一言以蔽之，随着体育认识的愈发深刻和体育价

值的不断发掘，体育已承担起促进人类健康的责任使

命，即在某一时期给人们带来某一方面的体格、精神

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但是，作为终极关怀的“身

体教育”的体育，“治疗”能力并非其所长，而更多地

体现在预防和调节等方面。 

1.2  “健康、疾病、医学、体育”的关系 

1)“健康”与“疾病”。 

以上对“健康”和“疾病”的历史与逻辑做了简

要描述及划分。若从纯粹规范的角度来看，这种梳理

或许并非十分之准确，但却能够提供一种相对清晰的

思路：一是健康和疾病是相对应的；二是应充分考虑

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建立与之相适的现代健康

观和疾病观；三是除健康时预防、不健康时治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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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亚健康状态的“疾”的及时调治，让可逆的

心身恢复到健康状态，而非恶化为不健康情况。这种

理解与认识，既能够给下一步的健康研究提供一条历

史依据，也可以为疾病防治构建一个逻辑框架。 

如果从辩证思维来把握，“健康”和“疾病”作为

人类生命存在的两个方面，抑或两种情况，其之间的

相互作用一定是通过某种“中介”来实现，即生理层

面通过“免疫功能”这一中介而发生，精神层面通过

“心理调节”这一中介而转化。具体言之，当免疫系

统的功能可以对付“内忧外患”时个体将保持在健康

状态，当免疫系统的功能逐渐透支时个体就处于亚健

康状态，当免疫系统的功能被突破而失控时则产生了

明显的生理疾病(见图 1)；心理调节能力与精神和社会

问题的关系亦然(见图 2)。 
 

 
 

图 1  “免疫功能”与“生理健康”的关系 

 

 
 

图 2  “心理调节”与“精神和社会健康”的关系 

 

2)“医学”与“体育”。 

基于上述对“医学”和“体育”的理论剖释，基

本可以对其功能与价值有一个相对明晰的定位，同时

考量二者的健康作用机理和服务侧重点，总结概括如

下：医学服务的重点是对疾病的准确预防以及对疾病

的精准医治，体育服务的重点是对疾病的整体预防以

及对疾病后的康复调节；医学服务的对象主要在生理

和病理上，体育服务的对象包括生理、心理、精神、

社会等；医学服务的战术是以攻为主，体育服务的战

略是以防为上；医学治疗的措施是借助外力，体育干

预的手段是扶持内强；医学服务的逻辑是由下而上的

分析法，体育服务的思维是由上而下的归纳法；医学

资源的投入多在疾病发生的中后端，体育资源的投入

多在疾病发生的前中端。这就不难发现，“医学”与“体

育”具有强烈的依存性和互补关系，二者之间的合作对

话将极大地助力于人们的健康促进、疾病防治与康复。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在 2020 年出版的

《关于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指南》中不仅指出了运动

对心脏、身体、精神的益处，更为突出地强调了以“精

准化”的运动干预来促进健康和防治疾病。所以，厘

清“体育”的类型与性质就显得尤为必要。在以往的

话语中，基本简单地沿用现有的全民健身体系，即大

众体育。然而，与现代医学在疾病预防与治疗中方法

的精准性相比，大众体育在健康促进中的手段则略显

“粗糙”，效果稳定性较差[22]。相比之下，“高精度”

和“高效度”的竞技体育形式或许能够提供一个参考

性思路，但必须针对方法、内容、负荷、频度、时间

和总量等进行“对症化”与“剂量化”的调整。 

3)“体育融合医学”与“疾病转为健康”。 

承上，对“健康”“疾病”“医学”“体育”四要素

进行了超越传统认知的重新理解，也对“健康与疾病”

“医学与体育”的内在关系展开了相对深刻的辩证分

析，由此建构了一条用于进一步讨论和阐明的“体医

融合”内在逻辑的思维路径。据研究表明：在影响健

康的众多因素中，医学占 8%，遗传占 15%，社会环

境占 10%，气候因素占 7%，生活方式占 60%[23]。其中，

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的生活方式划分为了适当运动

(运动干预)、合理膳食(营养干预)、戒烟限酒(行为干

预)、心理平衡(心理干预)4 个方面。可见，人们健康

目标的实现和健康需求的满足皆离不开医学与体育的

共同支持和协作参与。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界定，“健康”的反义词或对

立面，与其称为“疾病”，不如说是“不健康”。因为，

健康的影响因素繁多，疾病只是不健康的一种表现，

即充分不必要条件。此外，在“健康”与“不健康”

之间，存在一种“亚健康”状态。这里，不去深入探

讨亚健康的概念是否科学，因为研究的阐发并不触及

这个障碍。假定从理论上存在理想型的“绝对健康”

和“绝对不健康”两个原点，并用一条线段连接来表

达如下含义：从绝对健康到绝对不健康间是一个连续

的过程，人们即时的健康状态，就处于线段中位置的

某一点，表现为生理、心理、精神和社会 4 个方面。

继之，结合上文论述作出以下推论：当人们处于靠左

的线段时，即健康(健)状态时，需要的是“体育为主、

医学为辅的联合预防”；当人们居于中间的线段时，即

亚健康(疾)状态时，应当辩证对待，轻则需要“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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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医学灵活转换的协同预防”，重则需要“体育调节、

医学治疗的协作发力”；当人们属于靠右的线段时，即

不健康(病)状态时，需要的是“医学治疗为支撑、体

育康复与调理作支援的有力配合”(见图 3)。当然，任

何一种概括都是“冒险”，上述推断仅是具有一般性意

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无效”。

 

 

图 3  “健康”“疾病”“医学”及“体育”的关系 

 

2  “体医融合”的时代价值 
    阐扬“体医融合”的时代价值，必须以强烈的生

活关切与现实关怀为前提，即必须以洞察人类疾病谱

的转型以及中国乃至全球健康的整体境况为关键。唯有

此，才能以体会真切的情感和高举远慕的眼界审视“体

医融合”在当代健康促进中的实践价值与现实意义。 

世界卫生组织 2018 年的数据显示：以癌症、糖尿

病、心脑血管病和呼吸系统病为代表的慢性非传染性

疾病(以下简称“慢性病”)每年将导致全球死亡 4 100

多万人，相当于总死亡数的 71%，这类“过早”死亡

的人中 85%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24]。上述数

据与世界卫生组织 2005 年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虽然

急性病、传染病以及其他意外仍是死亡的重要原因，

但慢性病已发展成为人类健康的头号威胁，中低收入

国家与地区尤为严重[25]。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 2013 年的卫

生服务统计数据印证了上述警示：人口慢性病患病率

为 245.2‰，死亡率为 5.33‰，占死亡总数的 86.6%，

慢性病负担占疾病总负担的近 70%[26]。毋庸置疑，慢

性病已经取代急性病和传染性疾病，成为当下影响国

民寿命和生活质量的首要问题。面对如此形势，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

(2017—2025 年)》，进一步指明：“慢性病是严重威胁

我国居民健康的一类疾病，是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据此，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加

强慢性病防治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以上数据是从人类疾病谱维度对全球和中国的健

康状况作出的概述，而人类疾病谱的转型得到世人重

视，主要与流行病学的发展息息相关[17]62。所谓流行病，

即是指急性或烈性传染病。实际上，医学对于这类疾

病，近代以前几乎束手无策。直到 19 世纪下半叶，细

菌学的诞生才使其自愈变为了可能，一时间医学风头

无两，被认为无所不能[27]。但是，医学的惊人进步，

使得医生只关心建立在严格科学程序上的临床医学，

并努力寻找“神奇的子弹”的药物，却忽视了疾病治

疗的其他手段[16]9。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急性或烈性

传染病虽已被世界多数国家有效控制，但人类的疾病

谱也发生了转变，慢性病时代悄然降临。为了战胜这

些可怕的慢性疾病，20 世纪以来，医学的主要精力仍

旧在于去寻觅“神奇的子弹”，而未能真正地关切疾病

的预防。最终，技术力量彻底掌控了医疗卫生系统，

使之成为治病救人的唯一之道，却导致了众多矛盾而

被世人所诟病[15]。 

人类疾病谱的转型本身就意味着医学要面对“整

体的人”的健康问题，即超越把细菌或病毒当作唯一

病原的僵化认知，这适值是世卫组织早在 70 年前就提

出整体健康观的历史背景。1992 年世界卫生组织又发

布《维多利亚宣言》，重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

烟限酒和心理平衡”是人类健康的四大基石，其中无

一与医学服务直接相关。这也直接表明了，既然健康

由众多因素所决定，那么就需要塑造全新的、最终落

脚点不是疾病和医学的价值理念和话语体系，“体医融

合”的提出、认同并迅速成为破解健康问题的战略思

维，显然是正向社会发展的势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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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体医融合”是面对健康的准确识变 

2016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

上强调：“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树立大卫生、

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

中心。”“转变”二字则已说明“治病”和“人民健康”

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显示出“以治病为中心”的

传统健康观在当代多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下已有所

偏误，必须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整体健康观方

向变革和推进。关于整体健康观，前文已做了较为详

尽的论述，即健康并非只是指不生病，与健康相关的

还涉及各种生理的、心理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因素。

面向健康的问题不再仅是医学的问题，还是体育的问

题，同是其他众多领域的问题，面向健康的促进既可

从医学、生理学或心理学的方式来研究，也能用体育

的、养生的方法予以回答。所以，“体医融合”的创新

与实践正是回应了这一时代要求，彰显了对整体健康

促进的准确识变。 

2.2  “体医融合”是面对疾病的主动求变 

中国乃至世界的疾病谱已经由急性或烈性传染病

转向了慢性病，慢性病成为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

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

划(2017—2025 年)》重点指出：“加强行为和环境危险

因素控制，强化慢性病早期筛查和早期发现，推动由

疾病治疗向健康管理转变。加强医防协同，坚持中西

医并重，为居民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预防、治

疗、康复、健康促进等一体化的慢性病防治服务。”由

此可见，“预防为主、主动健康”的干预正在成为今后

控制慢性病的主要方向。与此同时，体育运动不仅具

有缓解慢性病风险的功效，还具备降低慢性病发生的

作用[28]。研究显示，每天进行体育运动可降低 80%的

心血管病风险、90%的Ⅱ型糖尿病风险，并能将癌症

风险降低 33%[29]。所以，“体医融合”的创新与实践正

是应对了这一时代变化，彰显了对慢性疾病防治的主

动求变。 

2.3  “体医融合”是医学角色的科学应变 

医学自步入现代化以来由于对人之生命的片面掌

握而陷入多重纠结与争拗，并非人们健康的唯一可信

赖途径。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说明：“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

健康干预，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

模式，发挥全民科学健身在健康促进、慢性病预防和

康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创新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模式，

推进慢性病防、治、管整体融合发展，实现医防结合。”

因此，就人的需要而言，必须完善和创新健康管理方

式，坚持体育和医疗深度融合的“预防为主、防治结

合”的策略。但这种安排并非轻视医疗，而是让医院

和医生从追求服务数量转变为追求服务质量。所以，

“体医融合”的创新与实践正是应答了这一时代问题，

彰显了对医学人文危机的科学应变。 

2.4  “体医融合”是体育责任的积极转变 

2019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体育强国建设纲

要》，作为我国体育事业的战略性和操作性的政策文

件，其内容提出：“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制定并实

施全民健身计划，普及科学健身知识和健身方法，因

时因地因需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坚持大健康理念，从

注重‘治已病’向注重‘治未病’转变。”可以发现，

当代中国体育的价值取向已远不再局限于体育舶来之

初的教育价值，随着健康问题的愈加突出更为多元地

表现为“治未病”的健康功能。“治未病”最早见于《黄

帝内经》，有“尚无病”和“已病者”两层含义[30]，即

对应前文所论证的“健康”和“亚健康”两种状态。

同时该指示也体现出，面对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体育

正在不断地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能力，承担助力

健康中国战略的使命。所以，“体医融合”的创新与实

践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趋势，彰显了对体育事业发展

的积极转变。 

 

21 世纪以来，随着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日益提

高，健康与长寿成为了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愿景之一。

在此背景下，极富时代意义和中国智慧的“体医融合”

新理念一跃成为当代中国健康议题中引人瞩目的亮点

和焦点，蕴含其中的与“主动健康、防治结合”相关

并颇具行动意义的健康思维，既跳出了“以治病为中

心”的误区，也转向了“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轨道。

但现实中，囿于未能清晰厘认“体医融合”所蕴含的

内在逻辑，即使在诸多方面已经获得了初步成效，其

实践之路依然面临不同层面的障碍掣肘。所以，阐明

“体医融合”的内涵与规律，剖析“健康”“疾病”“医

学”“体育”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将是进一步深化扩

展“体医融合”行动的应然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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